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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媒介下信任对公众科技风险感知的
作用影响研究

李燕燕 1, 2*    宋    伟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肥 230026）1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宁波 315000）2

1 问题的提出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也

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如基因工程风险、

核风险、化学品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近年来，

随着我国转基因食品、PX 项目、天津滨海新

区化工厂爆炸及雾霾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引

发了公众对科技风险的关注和讨论。国家诸多

涉及科技风险的决策，都须争取公众的理解和

支持。以公众风险感知为重要参考，能够为科

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多样化视角，并创造更全面

的科技决策选择 [1]。研究表明，普通公众对风

险的感知和定义大多是从媒体渠道得来，媒体

可能既是科技风险信息的传播者，又是谣言散

布者，在风险沟通中具有重要作用 [2-3]。

目前，学术界对信任与风险的关系已经有

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信息传播与公众行为也多

有学者涉猎，但关于科学技术及其风险领域的

特殊性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现有研究多聚焦于

对科技风险突发事件的探讨及对公众科技风

险感知问题的定性分析。鉴于此，本文以科技

信息传播为背景，构建信任与公众科技风险感

知的关系模型，分析信息传播中公众科技风险

感知的影响机制，为科技政策部门开展风险沟

通与科技决策提供参考。

2 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
2.1 科技信息传播与媒介可信度

现代社会是一个“媒介化社会”，科技信

息的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传播速度更快。传

播渠道可分为口头、书面、大众媒体以及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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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本文以科技信息传播为背景，对信任影响公众科技风险感知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探索科技风

险与公众认知关系中的“信任危机”问题。研究发现：公众对不同传播媒介中的科技信息的信任度存在明

显差异，同时受公众自身受教育情况的影响显著；信任负向影响公众科技风险感知，其中能力信任和善意信

任维度对公众科技风险感知的影响显著；另外，公众个人风险偏好负向影响其科技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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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媒体（互联网）等 [4]。Hovland（1953）在

“来源可信度”及其劝服效果的实验中首次对

“媒介可信度”进行了研究 [5]。心理学家和报

业研究人员发现，内容相似的信息在不同渠道

中传播，人们会因渠道的不同而持不同的信任

观点，从而影响后续的应急响应措施 [6]；另一

方面，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信源具有模糊性和

错综复杂的特点，导致人们将本应对信源的信

任转嫁为对于渠道的偏好和信任 [7]。本文借鉴

Mayer（1995）对信任的研究成果，将媒介可

信度划分为能力维度、正直维度和善意维度 [8]。

（1）能力维度：媒介是否具有报道经验，

是否能够向公众传递快速及时、准确详尽的科

技信息与科技事件真相 [9]。

（2）正直维度：科技信息传播媒介是否

以公正、诚实等公共道德品质为标准，是否立

场公正、以事实为依据、信息透明、不进行选

择性报道 [10]。

（3）善意维度：媒介在进行科技信息传

播时，是否以公众利益为导向，是否存有特定

传播动机、散布虚假科技信息及借机恶意炒作

等成分 [11]。

2.2 公众科技风险感知

20 世纪 80 年代，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

作《风险社会》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 [12]。

美国学者斯洛维奇（1993）从心理学角度切入，

运用心理测量的方法构建了公众感知的科技风

险因素与其对应的科技风险认识态度分析图 [13]。

时间

2009 年

2013 年

2014 年

学者

艾志强

何志辉

孙壮珍

观点
公众科技风险感知影响其对科学技术
与科技政策的态度，是实施科技风险
沟通和管理的现实基础

个体风险感知受风险本身特征、个体
内在因素、外部环境（如专家意见、
政府行为、媒体宣传、周围人群、信
任等）的影响

公众科技风险感知在科技政策制定中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建议在科技决
策中引入公民参与的“民主模型”

表 1  关于科技风险感知的研究论述

国内学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科技风险感知

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两个方面，比较有代表性

的为艾志强（2009）[14]、何志辉（2013）[15]、

孙壮珍（2014）[1] 等人（见表 1）。本文采用

艾志强的研究成果，将科技风险感知定义为公

众对于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滋生的各类风险

的主观感受、判断和评价 [16]。 

2.3 信任与风险认知的关系

信任与风险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比较有

争论的问题，国外研究相对较多。美国学者

Deutsch（1958）最早对信任与风险之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认为信任是风险产生的原因 [17]。

Das（2004）研究提出风险与信任是一种对应

关系，并将信任和风险划分成不同维度和层

次，指出善意信任、能力信任与感知风险之

间是负相关 [18]。我国学者一般针对某具体风

险事件中信任与公众科技风险感知之间的关

系开展研究，例如，林天生（2013）在温室

气体风险感知的研究中指出，提高公众对政

府的信任，可以减轻个体对灾害风险的恐惧，

提高政府管理风险的效果 [19]；沈鸿（2012）

发现，公众对科技的信任可以降低其对水灾

风险的评估，进而影响其后续的避灾行为 [20]；

卜玉梅（2009）通过分析食品安全问题发现，

系统信任与风险感知负相关 [21]。  

由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信任对风险感

知存在影响与作用的观点得到了学者们的验

证和一致认同。由此，结合研究背景，本文认

为科技信息传播媒介信任影响公众对科学技

术的评估和科技风险的感知。

2.4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提出

已有的研究证实，即使是相同的信息，公

众会因为传播媒介的不同而对其持不同的信

任态度 [7] [12]。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 1：公众对不同科技信息传播媒介的

信任存在显著差异。

公众本身及其附属的多种要素在其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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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风险的过程中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14]。据

此，本文提出：

假设 2：个体属性对信任存在显著影响。

Das 等人（2004）认为基于善意和能力的信

任能够降低感知的关系风险 , 而感知的关系风险

能够降低基于善意的信任 [18]。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 3：能力信任显著负向影响科技风险

感知。 

假设 4：正直信任显著负向影响科技风险

感知。

假设 5：善意信任显著负向影响科技风险

感知。

风险直觉的理解是多维的，个人感知、偏

好、背景、信念等主观因素会对风险认知产生

影响 [22]。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 6：风险偏好对科技风险感知存在负

向影响力。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最终得出信任对公众

科技风险感知的影响模型，具体见图 1。

图 1  信任对公众科技风险感知的影响模型

3 研究设计
以 Mayer[8] 提出的组织信任的整合模型为

参照，及尤薇佳等（2014）[7]、斯洛维奇（1993） 

[13]、艾志强（2009） [14]、Das 等（2004） [18] 研

究为基础，本文对不同传播媒介的公众信任和

科技风险感知进行了科学测量。结合我国的实

际情况，通过反复研讨，对 10 位公众进行深

入访谈，并将得到的题项给 5 位管理学专家进

一步筛选。最终，在 30 份问卷预调研的基础上，

形成初步测量量表。

考虑到样本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本次调研

的数据主要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收集，通过微

信、微博、QQ、论坛等社交媒体发放、回收

问卷。本研究共回收 315 份问卷，剔除无效

问卷 43 份，共 272 份进入统计分析，样本结

构见表 2。

4 数据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采用 Cronbach’s 值作为信度检验的标准。

信任、个人风险及科技风险量表的 Cronbach’s 

值均大于 0.7（具体见表 3），说明数据内部

一致性较高。

KMO 值为 0.928，巴特利球体检验的显著性

结果为 0.000，说明该组数据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适合做因子分析。我们对信任和个人风险偏好

的测量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旋

转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结果显示，各变

指标

性别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类别
男
女
20 岁及以下
21~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 岁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

频数
129
143
15

112
87
46
12
1

24
54

比例
47.4%
52.6%
05.5%
41.2%
32.0%
16.9%
04.4%
00.3%
08.8%
19.9%

指标

受教育程度

收入

最常获取科技
信息的媒介

类别
本科
硕士及以上
2000 元及以下
2001~4000 元
4001~7000 元
7000 元以上
口头
大众媒体（电视、报纸、广播等）
书面
互联网

频数
125
68
21
37

100
114
35
78
29

130

比例
46.0%
25.0%
07.7%
13.6%
36.8%
41.9%
12.9%
28.7%
10.7%
47.7%

表 2  基本信息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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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因子载荷量大于 0.6，其他变量萃取后的

共同性皆大于 0.6，所有信任测量项聚合成了

图 1 的 3 个信任维度，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

区别效度和收敛效度。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3。

因子

能力信任

正直信任

善意信任

个人风
险偏好

测量题项
具有丰富的报道经验
在科技报道领域具有权威地位
科技信息快速及时
科技信息的内容具体详尽
科技信息准确清晰，易读易理解
客观没有偏见
以事实为依据
公正平衡，不存在选择报道
信息透明度高，传播者敢于报道负面信息，揭露真相
不被政治或商业力量所操纵
不会散播虚假科技信息
没有特定的传播动机或意图
不存在恶意炒作成分
我认为自己是风险偏好者
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强
我对风险的容忍程度高

均值
3.937
3.687
4.231
3.885
3.959
3.493
3.857
3.648
3.772
3.379
3.476
3.524
3.472
3.320
3.379
3.397

因子载荷
0.667
0.718
0.641
0.681
0.713
0.887
0.863
0.892
0.732
0.830
0.890
0.877
0.869
0.835
0.841
0.840

特征值

1.529

2.149

1.844

2.750

Cronbach’s 值

0.885

0.913

0.926

0.915

表 3  因子分析

4.2 均值分析

运用均值分析，对比不同科技信息传播媒

介间的公众信任情况，结果（见表 4）显示：

第一，公众对不同媒介传播科技信息的信任

存在显著差别，从高到低依次为书面（3.78）、

大众媒体（3.77）、口头（3.65）、互联网（3.56），

即假设 1 得到验证；第二，公众对科技信息

传播媒介的整体信任度不高（3.69），能力

信任为 3.94、正直信任 3.63、善意信任 3.49。

口头
大众媒体
书面
互联网
均值

能力信任
3.75
3.94
4.16
3.91
3.94

正直信任
3.55
3.73
3.78
3.49
3.63

善意信任
3.67
3.64
3.39
3.28
3.49

均值
3.65
3.77
3.78
3.56
3.69

表 4  均值分析

4.3 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运用相关分析测量个体属性与信任之间

信任
01.000
-0.054
-0.003

0000.191**
00.116

信任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收入

性别

01.000
-0.143*
-0.0700
-0.0830

年龄

1.000
0.028

000.268**

收入

1.000

受教育程度

1.00000
0.216**

表 5  相关性分析

注：** 表示 0.00 < P ≤ 0.01；* 表示 0.01 < P ≤ 0.05。

从表 5 可知，公众的个体社会属性与信

任呈显著相关的是受教育程度（P ≤ 0.00），

而性别、年龄、收入与信任之间的相关性不显

著。受教育程度与信任之间的 Pearson 系数为

0.191，说明公众对各媒介传播科技信息的信

任情况受到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且为正相

关，即假设 2 得到验证。

采用多元回归检验信任与公众科技风险

感知之间的关系，具体如表 6 所示。

因变量

科技
风险
感知

自变量
能力信任
正直信任
善意信任
个人风险偏好

标准化回归系数
-0.237
-0.181
-0.294
-0.265

T 检验
-2.901
-1.461
-2.721
-4.401

Sig. 值
0.004
0.145
0.007
0.000

容忍度
0.415
0.181
0.237
0.763

VIF
2.409
5.520
4.218
1.311

F 检验

23.417***

R2（调整后）

0.249

表 6  多元回归分析

注：*** 表示 p ≤ 0.00；** 表示 0.00 < P ≤ 0.01；* 表示 0.01 < P ≤ 0.05。

从表 6 可知：第一，调整后 R2 值 0.249，

F 值 23.417，显著性水平 P ≤ 0.000，证明自

变量对因变量有较好的解释能力；第二，回归

分析发现，正直信任不具备显著性，假设 4 未

的关系，具体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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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验；第三，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个人

风险偏好 Sig. 值均小于 0.05，说明这 3 个因子

对公众科技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程度

按降序排列依次为善意信任（-0.294）、个人

风险偏好（-0.265）、能力信任（-0.237），

假设 3、假设 5 及假设 6 通过检验。

5 结论与启示
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及

启示。

（1）公众对从不同传播媒介获取科技信

息的信任存在明显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书

面、大众媒体、口头及互联网。也就是说，公

众更加信任那些传统观念中官方媒体（书刊、

电视、广播等）上发布的科技信息，这一结论

与尤薇佳等人 [7] 的研究一致。同时，互联网

是当前公众最常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但其信

任度却最低。鉴于此，相关科技政策部门应在

继续借助和发挥传统媒体威信力优势的同时，

关注新时代背景下公众的信息读取习惯，重视

科技信息在互联网渠道的发声，加大互联网渠

道的科技信息传播范围和力度，尤其是有影响

力的网络媒介对科技信息的传播。

（2）公众对当前科技信息传播环境的整

体信任不高，其中对传播媒介的能力信任与正

直信任相对较高，善意信任最低。也就是说，

公众对媒介传播准确、及时科技信息的能力相

对认可，但对其是否有恶意炒作和散布虚假信

息等不良传播行为存疑。

（3）公众的个体社会属性中，自身受教

育情况与信任显著正相关。关于个体知识对风

险认知过程的影响，不同科技领域的专家做过

研究，而最终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得出本研究

结论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文化程度较高的人

群，对科技信息的获取、理解和处理能力相对

较强，有一定的评估和判断能力，不易被不实

的科技信息和谣言影响；第二，文化程度高的

人群，一般社会地位和收入也较高，是社会发

展和科技进步的受惠者和推动者，对政府科

技决策和科技发展有相对理性和乐观的态度。

在科技风险的沟通中，相关部门须关注到不同

教育背景公众在科技信息获取、判断及感知上

的差异性，针对不同教育和知识背景的受众有

区别地选取适当的科技信息报道和传播形式，

以达到良好的风险沟通效果。

（4）公众的个人风险偏好显著负向影响

其科技风险感知，即个人风险偏好越强，其科

技风险的评估越低。说明个人心理情况影响到

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识，这也是造成公众科技

风险的判断和评估与实际存在的科技风险水

平有所偏离的原因之一。

（5）公众对所获取科技信息的信任负向

影响其科技风险感知，其中能力信任和善意

信任维度对公众科技风险感知的影响显著，

正直信任维度不显著。可见，提高公众对科

技信息及其传播媒介的信任，是有效降低其

科技风险感知和防止公众科技风险认知不足

的重要手段。

科技政策部门可具体采取以下相应措施。

第一，通过提升媒体报道科技事件的专

业能力，加强媒体工作者的科技素养及风险意

识教育，以确保科技新闻报道应有的客观公正

性，使风险信息的传播更有效率，更好地疏导

公众对风险的负面情绪，从而帮助政府和企业

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也有助于公众对科技信

息进行良好的解读。

第二，建立并完善相应的科技风险监督

监管机制，督促媒体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和

道德责任，做到如实报道，不放大科技风险，

从而起到良好的舆论宣传作用。同时，应积极

发挥社会公众监督的力量，通过信息传播环境

的整体净化，进而提升感知信任水平。

第三，政府在对科技风险的沟通与管理

上，应当重视公民参与，以有针对性地赋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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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实质性的参与能力与权利，增加科学决策过

程的民主化程度，把科技风险感知纳入到科技

决策过程中，能够为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

多样和全面的选择。

6 研究不足
本研究可能存在这样一些不足：首先，测

评项不足——尽管本研究是在总结前人研究

成果基础上设计的，但从研究结果来看仍有改

进空间；其次，公众科技风险感知受到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可从政府、专家、企业等全社会

系统信任的视角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最后，新

媒体时代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和交互模式，

科技信息传播、媒介信任以及公众科技风险感

知之间的关系是否呈现新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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